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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道艺合一”的传统精神
———中国电影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关联性研究

◆林 琳

与书法、绘画、音乐等传统艺术形式不同，电

影作为现代工业科技发展的产物，从 1895年法国

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短片《火车进站》算起，仅仅一

百二十余年，依托科技创新，已发展成为全球性

艺术语言，拥有跨越国界和民族范围的广泛受

众。就本质特征而言，电影融合了文学、音乐、美

术、舞蹈、摄影等诸多艺术形式，具有声画结合、

时空复合的特性，以直观的视听形式作用于人的

感官，打动人的情感，激发审美感受，在展现和弘

扬各国美学传统与文化精神等方面呈现出强大

优势和生命力。

在中国，电影与话剧等西方舶来的艺术形式

一样，从踏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民族化、

本土化的问题。从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的戏曲电影《定军山》开始，中国电影人不懈探求

符合自身文化艺术传统的发展道路，自觉或不自

觉地运用电影艺术语言再现中国人独特的情感

表达和审美意趣，而“道艺合一”的中华美学精神

便渗透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电影创作。

一、“道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是在这个民族的生存

方式、思维模式、哲学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美学精神植根于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这种文明中，氏族社会的

血缘纽带关系被延续并进一步强化，人际关系成

为主要社会关系和思考对象，形成了强调人伦的

社会传统，以及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孕育了重人际、整体、关联、生命体验的审美意

蕴。中国人将宇宙万物看作是虚实相生、阴阳和

合的整体，将知、情、意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心

理活动，基于此的中国古典美学“以法自然的人

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1]重在生命

体验与性灵的延展，不讲求严谨的概念和严密的

逻辑形式，而寻求在现世生活中对生命的感悟和

对感性的超越，借以通达“道”的境界，无论儒家、

道家、佛家，其美学思想的根本指向都在心性和

生命的意义世界，追求艺术与性灵修养的高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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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道”视为艺术最根本的旨归，追求“道艺合

一”的审美理想。

“道”与“艺”的关系是中国美学一个统摄性

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文化中，“道”有着至高无上

的地位，是世界的本源，《老子》言：“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代表终极真理，居于

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离世间，又超越世间，“艺”惟

以“道”统领，才有灵魂而能获得形而上之意义与

精神，免堕欲渊，故求道是艺的根本旨归。在求道

的路上，有多种法门，艺是其中之一。艺的修习以

技为末，以道为本，由技入，由道出，并在此间完

成个体的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参悟宇宙人生之真

理，所谓“由艺臻道，以道统艺”。在此，儒道释三

家美学思想莫不如是。

儒家美学在艺与道的关系上尤重艺术的社

会功能，《论语·阳货》篇言：“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指出诗歌（也代表艺术），可以

感发人的意志和情感，人们通过诗歌或艺术了解

社会，交流情感，表达诉求。清代王夫之在此基础

上提出“诗以道情”，强调诗歌或艺术发挥“兴、

观、群、怨”即“四情”的社会作用，须依托审美情

感。继《论语》“志道论”“文质论”后，刘勰在《文心

雕龙·原道》提出“圣因文以明道”，突出了“文”也

就是艺术的本体价值、独立性和审美性。唐宋时

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发展了

“文以明道”思想，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明确

指出“文所以载道也”。儒家美学的“文以载道”思

想主张通过诗歌或艺术激发向善的审美情感，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达成“美善相济”。

与儒家强调的礼乐之道不同，道家崇尚自然

之道，主张艺术顺应自然宇宙自有之道，阮籍《乐

论》中说：“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认为

“自然一体”“万物一体”是“乐”，也即艺术，能够

或追求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境界超越了善

恶是非的区分与对立，与宇宙大道相统一。关于

道与艺之间的关系，《庄子》中多有论述，《天地》

篇中言：“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

上治人事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

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也就

是说，艺与技的最高境界在与天地宇宙之道同

一，如“庖丁解牛”“津人操舟”“轮扁斫轮”等，皆

为“道艺合一”而达的自由之境。

佛家亦将艺术看作参禅悟道的修行路径，宋

代成玉磵在《琴论》中说：“攻琴如参禅，岁月磨

炼，瞥然省悟，则无所不通，纵横妙用而尝若有

余。至于未悟，虽用力寻求，终无妙处。”习琴与参

禅异曲同工，要通过长时间修炼而达到顿悟，通

达佛理大道，了然超离尘世。明代李贽将“顿悟

说”深入应用于琴学，提出“声音之道可与禅通”，

并借六祖慧能“风吹幡动”之辩，说明了习琴即修

心，琴声即心声。

如上，尽管儒释道三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的主要代表）对“道”的阐释有所不同，但都主张

“道艺合一”，这促使中国艺术创作形成了“由艺

臻道，以道统艺”的传统，绵延在电影艺术的发展

进程中。

二、“美善相济”的中国伦理电影传统

电影诞生之初，中国国门已被西方列强的坚

船利炮打开。1896年，上海徐园的杂耍游乐场放

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电影，

“影戏”一词随之成为电影的通用名称。1913年，

郑正秋、张石川等人拍摄了反映包办婚姻等社会

现象的《难夫难妻》，这部影片不仅是中国本土拍

摄的首部故事片，而且开启了中国电影关注民生

与人性的现实题材伦理片传统，体现出中国早期

电影人注重艺术社会功能的创作理念。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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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份专业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办人之

一顾肯夫满怀使命感写下发刊词，不仅从本体角

度阐释了电影艺术逼真的特点及其在文化传播

和教育方面的优势，而且针对外国影片多摄录中

国裹足、吸鸦片等不良风俗，诋毁、贬低中国形象

的现象，提出中国影戏（电影）要替中国人争人

格，《影戏杂志》的创刊宗旨为：“发扬影戏在文学

美术上的价值。介绍有价值的影片给读者。防止

有害影片的流行。在影剧界上替我们中国人争人

格。”[2] 该发刊词突出强调了电影的艺术价值和

社会功能，体现出中国早期电影人在探索中国式

的影像表达、继承发展“文以载道”“美善相济”的

儒家美学思想，而这一精神贯穿于中国电影发展

的主线。

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也称“影戏”时期，主流

创作凸显了社会教化功能，《孤儿救祖记》《玉梨

魂》等作品善恶褒贬立场分明，惩恶扬善主旨明

确。20 世纪 30 年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掀起

了抗日爱国的左翼电影运动，电影成为激发国民

救亡图存的重要艺术形式，诞生了《姊妹花》《渔光

曲》《神女》等优秀作品，它们注重思想内容与故事

情节的融合，在“文以载道”上比初期的“影戏”创

作更具艺术性。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影戏”的称

谓被“电影”所取代。40 年代，《一江春水向东流》

《天堂春梦》《万家灯火》等影片，进一步发展了以

家庭故事为载体表述社会历史变迁的现实题材伦

理片，将戏剧性故事情节与现实社会面貌、真实道

德情感紧密结合，在艺术承载针砭时弊、移风易俗

等社会功能的同时给人以精神慰藉。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电影经历

了较长一段为政治服务而忽视艺术规律的创作

期，“载道”发展成了“宣道”，极大地损伤了艺术

的本体性价值，而这期间谢晋导演的《女篮五号》

《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则以普通个体的曲折

命运表述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展现了电影叙事的

魅力，借此昭示善恶是非，还原了电影艺术的本

体价值，建立了一种有效缝合电影艺术与主流意

识形态表达的“谢晋模式”。改革开放后，谢晋执导

《难夫难妻》剧照 《万家灯火》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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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

片，以写实主义手法演绎普通个体和家庭悲欢离

合的故事，表现真实的生存境遇与复杂人性，反映

时代变迁与国家政治历史风貌，“巧妙地用道德的

肯定和否定来完成对政治的肯定与否定”[3]。“谢晋

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也许并不是他创造了一

种传统，而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一种传统，一种

将伦理喻示、人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

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的电影传统。”[4]这种传统

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延续着。

1987年，国务院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

议上第一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此

后，社会伦理片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类型与革

命历史片、英雄楷模片等，接续了“文以载道”“美

善相济”之特点，在更广泛、更多样的形式中，传递

弘扬了中国美学的关照现实、启真扬善的精神。

近年来，一些切中时代痛点、深度挖掘人性

的现实题材社会伦理片，以电影艺术的形式揭示

社会公义之道，真诚地为人民代言，弘扬人性的

善与美，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

力。例如，2018年现象级电影《我不是药神》通过

主人公从违法代购药品逐利、到牺牲自身救助癌

症病患的蜕变故事，把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医保

问题推至台前。该片引发的舆论效应使国家领导

人及时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

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真正实现了艺术反思现

实、促进制度变革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三、“替天行道”的中国武侠电影传统

在世界电影之林中，武侠电影将“侠义”之道

化作传奇神话色彩浓郁的视听语言，以独树一帜

的美学风格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赢得一席之

地，成为民族类型电影的标识之一。武侠电影以

“武”与“侠”为核心要素，以“武”之表演为基，以

“侠”之精神为魂，在华语世界拥有广泛的文化认

同，并受到西方观众青睐，成为展现和传播中华

美学精神的代表性电影类型。

在古代，“侠”指“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5]，

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

传》中记述有“乡曲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

“匹夫之侠”以及“行侠”“游侠”“任侠”。他们多出

于平民阶层，不受俸禄，独立于乡野，却以过人武

艺与胆识为国分忧，为民解困。尽管侠士在历史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芙蓉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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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存的时间短暂，到秦统一中国后，由于社会

作用减弱，又被朝廷视作威胁而遭绞杀，至东汉，

几乎退出政治舞台。然而，由于侠士身上集中体

现了中国人所向往的自由无畏、重义轻利的理想

人格与精神气质，能够在专制统治下凭借一己之

力维护社会正义、对抗邪恶势力，因此备受百姓

尊崇，在文学艺术界成为经久不衰的演绎对象。

纵观《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左传》以

及《聂隐娘》《水浒传》《七剑十三侠》等以侠士为

描写对象的历代文学作品，乃至现代梁羽生、金

庸、倪匡、古龙等名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凡侠士皆

有如下特征：

第一，追求自由。侠士崇尚自由，不委身于朝

廷，淡泊名利，行为以坚持内心正义为准则，常不

合乎国家法令或在法度之外，不受传统观念、礼

法、律令的束缚，有可贵的傲立于天地之间的自

由人格，这与中国美学追求生命本真的自由精神

与超越功利的审美境界高度一致。

第二，捍卫正义。作为法外维护正义的一支

民间力量，侠士济世救民，行侠仗义，惩恶扬善，

匡扶正义，体现了儒家美学“求仁”“守仁”、道家

美学“齐物”“平等”、墨家美学“兼爱”“贵义”、佛

家美学“慈悲”“利他”的情怀。

第三，信守承诺。“内诚于心”“外信于事”是

侠士身上重要的美德，也是中国美学“情本体论”

的外化延展。在中国美学中，世界以“道”为本体，

通过阴阳五行的运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形成

人与自然相互感应、和谐统一的整体。在这样的

世界中，人不再仅是物理存在，而是有情、有义、

有感、有觉、有信的灵性存在，由此重情重义、诚

实无欺、信守承诺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推崇的内在

德性与修养。

第四，不畏生死。侠士不重财，亦将生死置之

度外，他们尚武，有义薄云天的豪迈气概与无所

畏惧的胆识勇气，这是其与普通君子相较的显著

特征。侠士为达成大道、维护公义杀身成仁，不仅

在终极意义上诠释了儒家美学“仁者人也”“美善

相济”的理念，而且展现了佛家美学超越生死的

生命觉悟与境界。

作为中国最早的类型片之一，武侠电影以侠

士为演绎对象，运用声画结合的视听语言将民族

特色浓郁的武侠文化搬上银幕，通过讲述江湖义

士快意恩仇的传奇故事，彰显侠士誓死捍卫自由

平等、守护人间正道的侠义精神，展现自强不息

“由术至道”的习武之德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

因果法则。武侠电影的江湖世界，不拘于成法，而

奉行“天道”，对违背天道的暴力行为，付诸暴力

加以遏止、惩戒，达成公正与美善的完满。这种

“以暴制暴”的叙事逻辑之所以具备合法性，在于

“替天行道”。

从三代时期的“上帝”“皇天”“上天”，到先秦

儒、道、法、墨哲学中的“天”“道”或“天道”“自

然”，皆代表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公义、公理，

“天”之道超越血缘宗亲，是人世间一切正当性、

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至善至美，神圣不可侵犯，奉

天命、行天道，是人们对天道、公义的确信与实

践，也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绝对者”和普遍原

则的觉悟与信仰，这成为武侠电影赢得世人认可

与喜爱的根本所在。

贾磊磊研究员提出，中国武侠电影有五次创

作浪潮：1928年上映的《火烧红莲寺》为中国武侠

电影开宗立派的奠基之作，掀起武侠电影第一次

创作浪潮，1929—1931年间，上海五十余家电影

公司拍摄武侠片达 250多部[6]。60—70 年代，伴随

金庸和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在港台地区的风行，武

侠电影掀起第二次创作浪潮，涌现出《大醉侠》

（1965）《独臂刀》（1967）《侠女》等名家名作[7]。第三

次创作浪潮发生在 80 年代中国大陆，代表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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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大佛》（1980）《少林寺》（1982）《少林寺弟

子》（1983）等。第四次创作浪潮发端于 90 年代出

现的以《新龙门客栈》《新少林五祖》《新火烧红莲

寺》等为代表的“新瓶装旧酒”运动，持续至 1995

年，诞生了一大批中国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第

五次创作浪潮基于合拍融资模式和数码技术发

展的双重推动，出现在 21世纪伊始，代表作有

《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0）《蜀山传》（2001）

《天地英雄》（2003）等。虽然可观的资金量与日益

提高的技术水平进一步增强了电影的视听效果，

然而，就艺术水准而言，武侠电影并没有超越前

几次浪潮，反而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对比上世纪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近 20 年

来的武侠电影，声画制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由

度，甚至可以在没有感光的条件下全部依靠技术

生成，但华丽而震撼的视听效果并未使武侠电影

蒸蒸日上，众多作品由于“侠”之道的缺失而丧失

了精神品格，少了“侠”的“武”，即当“武”不再“替

天行道”，便失去合法性，堕落为纯粹暴力，违背

至善的原则，泯灭人性的光辉，消解了武侠电影

应有的艺术品格。例如，《英雄》（2000）最终的赢家

秦王，滥杀无辜，恃强凌弱，独裁专制，践踏公义，

毫无正义、诚信、仁爱之心。对比《双旗镇刀客》

（1991）“哪怕是一棵野草，也不愿意被践踏”，《笑

傲江湖》“人要过得舒展、自由、要有独立的意志，

不要蝇营狗苟”等认知，《英雄》在“道”的层面与

格局方面一落千丈，对人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解狭隘且扭曲。之后《十面埋伏》（2004）《无极》

（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夜宴》（2006）

等，华丽背后充斥欲望的腐臭与精神的空虚，与

《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不开民智，徒得双手双

脚，又怎么会国富民强”的格局，与《方世玉》系列

的家国情怀相去甚远，人性的光辉与民族的气节

被泯灭，武侠精神消失殆尽。再如 2019年上映的

《影》，在水墨制造的善恶空间里，满眼阴谋与欲

望，武侠电影捍卫自由、淡漠名利、守护人间正道

《神秘的大佛》剧照 《卧虎藏龙》海报

聚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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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念彻底坍塌，沦为私欲爆炸的表演场，

尽显人性之恶，无法给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慰藉，

违背启真扬善的中华美学精神。

四、基本结论

中国美学重在超越感性，强调艺术展现真实

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境遇，而不是描摹客观事物本

身。艺术的旨归在生命的意义世界，重在表达人

对生命和宇宙大道的体悟，故崇尚“道艺合一”。

在这种美学精神的影响下，中国艺术创作形成了

“由艺臻道，以道统艺”的传统，绵延在电影艺术

的发展进程中，尤其体现在于“美善相济”的中国

伦理电影一脉及“替天行道”的中国武侠电影一

脉。纵观这两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脉络

与兴衰，不难得出：首先，电影创作展现中华美学

精神，需要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道”与生命关怀为

价值取向和内核，否则便会流于轻薄和肤浅。“艺

术是人类洞察力的产物”，它以个性化的形式表

现人的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状态，又超越个

性而通往人类共感的精神世界，以美感召人类直

面生命本身，给人心灵慰藉与希望，从而获得永

恒的价值。失“道”或偏离“道”，电影创作便失去

艺术品格，沦为释放私欲的商品。其次，电影创作

须以“感”体“道”，运用声画复合的电影叙事生动

活泼地表现人人都具有的人性，从而触动和激起

人真挚的、深刻的、高尚的情绪，揭示具有普遍意

义的“道”，否则将沦为宣道的工具，失去自身的

价值与意义。

在视觉文化占据文化发展主导地位的今天，

在电影艺术日益表现出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力并

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人社会生活之时，作为商品形

式与文化形式的共同体，电影比任何艺术更需要

“道”的指引。这种“道”是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意义

的天地大道，代表终极真理，以及自由、平等、公

正、仁爱、诚信、友善等人类普遍性的公义、公理，

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艺术作品

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人的个性与形式之美，更在

于激发人与自心的对话，思考那些高于个性的人

类共通的东西，即“道”。“道”是艺术获得永恒价

值的根本所在。因为世界是这样的，不完美的人

类才有理想，才有对完美的诉求。世俗生活的缺

陷与未知，给了艺术以创造、追求、启示甚至“达

成”完美的机会，而电影则是众多艺术形式中最

容易实现“梦”的一种。如果“被抛”的人们在“梦

幻般的虚像”中得到的仍是黑暗与无望，那么艺

术就将终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电影

创作展现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批准号 18BC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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